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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今日的福建為中國的一個行省，全省面積約有1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500萬人，據1996年的統計，福建另有海外移民及後裔約1,000萬人，其中源自泉州的就有620萬人，漳州有近80萬，廈門地區也有近40萬人，福建的海外移民可說是絕大部分來自閩南地區，在馬來西亞的福建籍移民及其後裔約有290萬人。
 福建全境山多，有「東南山國」之稱，山坡、丘陵佔總面積的80%，有自東北到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脈及南北走向的鷲峰山脈，山地使內陸交通不便，相互聯繫不易，但河川縱橫，有29個水系，600多條河，河流大多粗而短，無論閩北的閩江、由閩西至閩南的九龍江，即使枯水期也有一定水量，而海岸線長達3,000多公里，海岸曲折，形成大小125處天然港灣，當地人可充分利用海岸資源，
 唐宋以來，阿拉伯人就在閩粵沿海，尤其泉州一帶的商業活動，似乎加強了閩南地區原來就因山多田少但具海洋資源，又有漢族中原南來移民的邊陲性質，形成閩南人冒險海外，著重商業的文化。
由於地形破碎，中原文化雖多次先後進入，但常進入後被隔絕形成許多半獨立的「次文化」，而無法有一統的閩文化，直到近代仍有7大方言，閩南語系雖係大的派系，但漳、泉、廈門與龍溪之間也有不同，而客家話更是永定與詔安互不相通，有「十里不同風，一鄉有一俗」的現象。
 19世紀大批華族
南移馬來亞，
他們泰半經由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進入馬來半島，移居馬來亞的閩南人的人數眾多，因來自福建而自稱福建人，也被英殖民地政府歸類為「福建人  Hokkien」。
  當不同方言或不同行政區的人移居海外時，常為互助、照顧同鄉及推動文化教育事業而各自依方言或原鄉的行政區域組成會館，這些閩南人遂先後在新加坡與吉隆坡成立「福建會館」。
 馬來亞獨立前後，「福建人」的名稱逐漸擴大其涵蓋範圍，今日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似已將原籍福建的華族都稱為福建人。
 為數眾多的馬來西亞福建人，在馬來亞的開發與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迄今尚無學者對其做一綜合性的評述，本文試圖從移居馬來亞地區的福建人之原鄉及其在移入地之發展做一探討，期望能對今日的馬來西亞福建人有進一步的瞭解。
二、近代華族的海外活動
東南沿海在地理位置上遠離華族位於北方的政治權力中心，中央政府對其常有「鞭長莫及」之勢，加上華族主流的漢民族、自北方遷移東南沿海地區的過程中，移民經河南，長江流域，越山嶺入閩、粵，至丘陵地形的沿海後，移民文化中之不穩定性及草莽性質，固然促成這些地區的開發，但也限制其完全融入儒家文化中的主流社會。
閩南粵東人士，不易以正常途徑進入傳統中國的統治高層，明清時期海外發展的主要人物中，固少科舉中人，亦缺傳統社會四民之首的士民階層。
東南沿海地區除因遠離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的核心而在此邊陲地區自成其勇於面對海洋的重商文化特色外，也因遠較中國內陸先接觸到西方各國的商貿活動，而強化其原就因產物較中國北方各地豐盛而原發性的商業活動，明清時，月港、泉州、廣州等貿易港口的繁榮，
造成許多殷商巨賈的出現，但工商的興起，以及人口的增加，誘發貧富差距的擴大，向海外發展就成為一項消除社會不滿以及人口壓力的選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的海上活動，起先以商貿為主，海上絲綢之路雖發韌於南宋，但卻成長於明清，除絲茶等為人熟知之外銷商品外，明季時粵、贛、閩等地生產的煙草，在「鴉片戰爭前……已是福建外貿的主要輸出品之一。」

然而，明、清以來主政者對東南沿海人民海外活動不但不支持，反而時施海禁政策，沿海人民一旦從事海上活動，朝廷就採取或剿或撫策略，加予壓制甚或消滅。
其能倖存居留海外、自不敢企望也不可能從「祖國」獲得奧援。由於缺少「祖國」的奧援，甚至必須面對來自祖國的敵視，
移民海外者必須在居留地勤奮工作並自求多福。當西方各國全力發展海外殖民時，明清兩代配有朝貢貿易的海禁政策，對華族的海外貿易與移民等海上活動，毋寧是項嚴重的打擊，荷屬東印度公司及西屬菲律賓的多次排華，甚至大規模的屠殺華人，固未能引起中國朝廷的干涉、抗議，甚至也無表現關切之情。
莊國土認為，「朝廷萬方來貢、獨佔貿易之時，正是海外華商網路破壞殆盡、東南沿海人民謀生無路之日。明初中央集權政府開創的敵視海外華商政策，在以後數百年都不同程度爲中國朝廷沿用，成爲中國商人拓殖海外的主要障礙。在稍後年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在本國政府全力支援下向遠東擴張，華商的海外拓殖不得不面臨腹背受敵的局面。」
 出國貿易的商人、工匠及其夥伴、家族成員，在外國的港口、礦山或商業市鎮設立經營據點後，如發展順利為因應擴張，招募更多親人、夥伴出國投入，經些年日，這些以男性為主的「移民」往往在當地成家而定居，這種華商型的移民，是早期華族海外移民的主要類型。
  王賡武以商業移民為華族海外移民常態的看法，雖未盡符合在19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之間大量華工取代華商出洋謀生乃至移民海外的現象，這些華工型移民大量增加了華族海外移民的數量，大量華工的出現雖與王賡武的觀點不完全吻合，但海外華族社會，尤其移居東南亞的華族著重商業活動的傾向確實持續存在。

三、移居馬來亞的華族
清季時，因西方開發殖民地而需大量引進華工，清廷被迫開放華工出洋。清季時，閩粵地區人民一方面可能與海外接觸較早，另方面受西方列強募工的拉力影響，成為近代中國海外移民，尤其華工移民的主幹。1860年北京條約，允許華工出洋，加上定期班輪的出現，東南沿海地區人民遂能大量合法出國謀生，
契約勞工及伴隨而來的「豬仔販賣」，
  英國為開發馬來亞殖民地，招募工人協助拓墾，大批華工湧進英屬馬來亞，華族因而成為當地社會的重要成員，
 不少華族移民由於辛勤工作而成為巨富。
但這些移居馬來亞的華族，不像來自蘇門答蠟、爪哇或其他印尼人那樣被接納，而一直被英殖民地政府視為外人(foreigners)。
 英殖民地政府曾實施馬來保留地(Malay Reservation)的政策，這個政策對移居馬來亞的華族與馬來族族群間的關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英殖民地政府為貫徹這個政策，於1913年公佈了馬來保留地的法令，禁止馬來人將所擁有的土地賣給非馬來人，
 但到1930年止，仍有近4%左右面積的馬來保留地因馬來人負債成為抵押品而喪失，1933年英殖民地政府再度修法，“不准馬來人以任何形式將土地轉讓給非馬來人”。
 馬來土地保留法令的限制固然將馬來農民留在農村，
 實際上也使得華族被排除在農村之外而須留在城鎮、礦區或經濟作物的園坵，加上大部份前往海外的華人在原鄉己有從事商業之經驗,
 故移居馬來亞後，如稍有資本就會從事商業活動，而那些礦區工人或園坵農工，稍有積蓄也會改行從商，
 商業也就成為馬來西亞華族移民的主要行業，商人成為馬來西亞華族社會的上層人士，
 富商也就構成當地華族社會的領導人物。

移居馬來亞的華族成立了許多地緣性的會館組織，各會館成為所屬華人的活動中心，隨著華族移民的增加、社會功能需求的擴大以及領袖人物的倡導等等因素，以縣邑為單位的會館發展成以操相似方言的區域結合成地緣與方言複合式的幫群組織，在語言上及地緣上關係密的又合起來，成為更大的“幫”，在馬來亞地區，19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福建、廣東、客家、海南及潮州等5個大幫。
在傳統上，英殖民地政府對華族移民也依其原鄉的行政區及所操方言大體上分類為福建人，廣東人，海南人、潮州人及客家人。

然而，移居華馬來亞的華族，並未能完全跳出儒家中國的傳統社會價值，因而在商業活動累積財富後，由於不易成為居留地主流社會的成員，故常仍以原鄉，甚至先祖的原鄉為認同目標，常向原鄉政府捐官，以便添增其在當地華族社會中的地位。
   1877年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保護該地華人。
此後清廷更多次派遣官吏出洋，前往新馬一帶「宣慰」移居馬來亞的華族，
 領事館也擔負該地華文教育的倡導與監督，
自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後，向移民此地的華人鬻官賣爵，
依現有資料，自1877年到辛亥革命的30多年，包括章芳琳、陳金鍾、丘菽園 等褔建籍聞人，共有76位的馬來亞地區華族捐購五品以上的官銜，章芳琳家有3人
另有186位捐購五品以下的官銜，其中章芳琳家有 9人
  由於資料所限，無法明確知道這些捐官買爵的人中間有多少是褔建籍人，但據顏清湟的研究，捐購官銜的人中，17% 為富商，有能力負擔1000兩以上的銀子，83%為較不富有的商人，付出大約是700元(墨西哥元?) 的代價，
身為當時華族中此較富裕的褔建幫，捐購官銜的人應不在少數，至少褔建籍富商章芳琳一家就有超過10人捐購官銜。
在英屬馬來亞地區，英殖民地政府一方面以華族移民為外來者，不關心其教育需求，殖民地當局對於華文教育的發展，採取放任的態度，既不加以支持也不制止，
 由於二次大戰前，英屬馬來亞地區的大部份華文學校只提供小學教育，提供中學階段的學校為數甚少，即或有提供中等教育的學校，也以「初中」為主，甚至一些以中學為校名的學校也是如此，如欲升學則泰半返回原鄉。
在另一方面，在英屬馬來亞地區，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的英語教育，其目的只在培養一些低階文員，
一些在華人社會享有聲譽的大商人，雖受殖民地政府的優待，但對許多涉及華人社會利益的政策，只能對殖民地政府提供諮詢服務，對其決策無權幹預。
  即令那些出生在英殖民地的英籍華人，在英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既遠不及英殖民者，也因英殖民地政府將他們視為外來者，其地位不及馬來土著，因而不易打入統治階層，在英海峽殖民地的立法議會只有少數非官方議員，而非官方議員也全由殖民地政府委任，
 1931年土生華人領袖陳禎祿再度呼籲在英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麻六甲及檳榔嶼3個州府各選出1名立法議員，但陳禎祿的兩度呼籲都未得到正面的回應。
 土生華人即使已接受當地教育，可參與當地一些事務，但在政治範疇仍不易發揮其才能，被排除在統治階層之外，1936年英海峽殖民地總督(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兼駐馬來聯邦欽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珊頓•湯瑪士(Sir Shenton Thomas)，在對英屬馬來亞地區的行政官員任用政策上坦言，在馬來亞地區，除英國人外，非馬來人被視為外國人，不適合在殖民地政府擔任行政官員。
   

一次大戰期間興起，在二次大戰時急速成長的土著民族主義，
 與20世紀以來就逐漸發展的馬來亞華族民族意識結合，迫使二次大戰結束後重返馬來亞的英國逐步退出，
新馬的分治及其後的分別獨立，提供馬來(西)亞華族政、經發展的機會，參與「聯盟」及其後的「國陣」執政團隊的馬華公會及民政黨等華基政黨的成立，開啟馬來(西)亞華族分享政治權利之門，然而，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以及馬來亞獨立建國後、尤其自1969年的「513種族衝突事件」發生後，第二個新經濟政策採取不少措施限制華族政、經活動的措施，
引起一些華族人士的不滿，根據2006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馬來西亞華族中仍有39%的人自認為本身是二等公民。
  民主行動黨、勞工黨等華基反對黨甚至大戰結束初期的馬共也就提供馬來(西)亞華族另類的政治發展途徑。

不過，馬來亞獨立後，由於英國及其他歐美資本及經濟活動的減少，也就提供當地華族經濟活動的發展機會。1957年公布的「新興工業法」，提供賦稅豁免，設立工業發展金融公司為私人企業提供中、長期貸款，讓許多當地的華族能擴展業務建立大的企業。
今日馬來西亞境內重要的華族資本企業郭氏兄弟(Kuok Brothers Sdn. Bhd.)便是因期能掌握時機配合新獨立的馬來西亞的工商政策而茁壯。
依日籍學者原不二夫的研究，在許多華族資本的企業中，郭氏兄弟集團及鋼山公司(Kanzen Bhd.)被視為典型的華族公司，它們皆能把握機會並配合政府當時的政策而迅速發展，同時跟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執政團對有非常良好的關係，在它們的董事會中皆有頗具影響力的土著人士。
郭氏兄地集團的領導人郭鶴年固然是原籍福建福州的馬來西亞福建人，鋼山公司集團的創辦人林金煌，雖出生於柔佛麻坡，其祖籍卻是福建永春。
此外，今日馬來西亞主要企業中的雲頂集團的林梧桐及豐隆集團的郭芳來亦分別來自福建安溪及福建同安。
馬來亞獨立後，福建人在經濟活動的領域，顯然仍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福建先賢在馬來(西)亞的典範表現
原籍福建移居馬來亞地區的華族人數眾多，在各個時期、各個行業都有卓越的表現，現僅擇列對近代馬來亞華族深具影響的3位福建籍人物稍加敘述。

1. 陳六使(1897-1972)出生於福建同安縣集美村，為陳嘉庚的族姪，曾在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小學就讀。1916年前往新加坡，在陳嘉庚公司任職。1923年陳六使自行創業，投入橡膠業，在1950年代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膠商之一， 1950年，陳六使繼陳嘉庚之後，獲選為福建會館主席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成為華社領導人物。雖然陳六使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卻慷慨捐助教育事業，1950年9月9日，陳六使
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在為會館旗下之華文學校籌款會上提議創立一間華文大學，陳表示，「二十餘年前，吾人出洋，思想為賺錢，賺錢入手，榮歸祖國，建家立業，可謂得意，今日見解已不同，自二次大戰後，吾人已認識馬來亞無異吾人故鄉，既有此新見解，自當為吾人馬來亞之子孫計，以南洋群島吾僑之眾，中學生之多，非從速辦一大學於中心地點之新加坡不可，願各位賢達共促成之。」
 1953年由陳六使再次倡議設立一間華文大學，在其號召下，南洋大學於1956年正式開學，成為當時東南亞地區的華文最高學府，陳六使被推選為南大理事會主席。
由於陳六使的政治理念，及其支持華文教育的態度，與當時執政的李光耀相左，被李光耀視為「共產黨人的幫手」，於1963年9月22日被新加坡當局吊銷公民權。
1972年9月因心臟病逝世。

2. 林連玉，1901年出生於福建永春縣，被馬來西亞華教界尊為「族魂」。1924年林連玉自集美師範學院畢業，於翌年抵達馬來亞教書，此後數度往返中國與南洋， 1946年，林連玉發起「吉隆坡華校教師福利基金」，3年後發展成「吉隆坡華校教師會」，並於1950-1960年間擔任主席。1951年《巴恩報告書》公佈，主張透過英、巫兩種語文來培養馬來亞國家觀念，排除華語文於國家教育之列，林連玉遂於同年12月25日召集全馬華校教師會代表，成立「馬來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數度代表華教爭取華族母語文教育的權力與公民權，林率先申請公民權並勸馬來亞華族在取得公民資格後，必須效忠這個剛獨立的國家。1954年，林連玉出任教總主席，1961年林連玉因公開反對《達立報告書》中強迫華文中學改制的主張，被馬來亞聯合邦內政部吊銷公民權以及教師註冊證，並被嚴厲監視，晚年生活清苦，靠友人接濟， 1985年12月18日病逝後，由董總、教總、中華大會堂(華總)等15個華團特別設立「林連玉基金會」以紀念其對民族、國家的貢獻，並以其逝世日作為「華教節」，並譽其為馬來亞華族的「族魂」。
  
3.原籍褔建出生于英海峽殖民地馬六甲的陳禎祿(1883-1960)，為第5代的土生華人，精通英文與馬來文，他雖不懂中文，卻透過英譯本對中國的儒家思想及老莊思想有廣泛及深度的瞭解，他熱愛中華文化也以華人自居，他甚至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儒家精神是醫治世界的良藥，可當作締造馬來亞的箴言。
二次大戰結束後，陳禎祿對重返馬來亞的英國當局表示，“如果中國出生華人獲得公平及合理的對待，他們一定會像土生華人一樣效忠本地，將馬來亞當作自己的家園”。
陳指出在日本入侵馬來亞時，能迅速回應英殖民地政府的呼召，以武裝保衛馬來亞的華人中，絕大多數是在中國出生的，根據他們過去的表現，如果對他們給予適當而公平的待遇，在捍衛馬來亞這塊土地上他們也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1949年2月27日，馬來亞的華族在陳禎祿領導下成立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這個簡稱為馬華公會的政黨是今日馬來西亞國民陣線執政團隊的重要成員。
陳堅決支持馬來亞的華文教育，1953年陳禎祿在馬來亞的華校董教總會議上明白宣告，馬華公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教育上及其它方面保護華人的利益。
在南洋大學籌建之初，時任馬華公會總會長的陳禎祿，對南洋大學之創立曾給予關鍵性的支持，1953年1月30日，陳禎祿與當時的馬來亞大學校長(Vice-chancellor)薛尼爵士(Sir Sidney Caine)在電臺上做公開辯論，陳表示雖身受英文教育，但“為了民族文化的千秋大業”，極力支援在馬來亞地區設立華文大學。
1954年11月他以馬華公會總會長身份重申，“華文教育如被消滅，華族青年將成為不倫不類的人。”
陳禎祿對馬來亞的獨立與建國貢獻甚大，1960年，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1903~1990) 在其對陳禎祿的悼詞中坦言，“如果沒有敦陳(陳禎祿)當時給我那種巨大的支持，我必須承認，我所領導的爭取獨立之使命，將無法完成。”
 陳禎祿不但是馬來亞的獨立史的重要開國元勳，他對今日華族在馬來西亞的生存與發展亦有極其重大的貢獻，
 其偉績迄今仍受到馬來西亞各族包括馬來族群的公認。

五、一些觀察
1824年《英荷協定》訂立後，英在馬來亞的勢力逐漸穩定，1826年英東印度公司合併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三地為海峽殖民地，以檳城為首府，1832年因新加坡發展淩駕檳城而成為首府。
 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後，貿易快速成長，同時華族移民急速湧入，1821年時，總人口4,721人中有華族1,159人，早期南來的華族移民也開始經由新加坡入境馬來亞，
華族人口大多數集中在海峽殖民地，在英殖民地政府將馬來半島各邦置於其保護下之前，華族進入內陸者不多，
 自此新加坡一直是英屬馬來亞地區華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例如，1931年時，整個英屬馬來亞華族總人口為1,709,392人，馬來聯邦4州共有華族移民711,670人，馬來屬邦5州共有330,857人，而新加坡一地就有421,821人。
依19世紀時英海峽殖民地的人口統計，福建人士為當時華族人口中最多數的族群，約佔29%。
 1921年時，在整個英屬馬來亞共有1,174,777名華人，其中隸屬於「福建幫」的有380,636人，1931年時華族總人口升至1,709,392人，「福建人」也上升到540,736人，約佔華族總人口的31%。
  戰後整個華族人口上升，馬來亞聯合邦成立時，在全國4,908,000人中，華族有1,885,000人，佔總人口的38.4%，其中歸類在福建籍約有538,200人，約佔華族人口的28.6％，到1957年時，華族總人口為2,334,000人，福建人為740,600人，佔華族人口的31.7%。
福建人在馬來亞地區的人數雖是最多，但自19世紀以來，也只佔約華族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可能由於著重商業活動，在以財富為社會身份地位的主要衡量標準的馬來亞，常扮著華族社會的領導角色。
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畢業，留學澳洲在澳洲任教的楊進發在其對英殖民地政府官員對當地華族領袖態度的研究中發現，英殖民地官員在處理一般平民事務性的業務時，對華族社會的領導階層相當尊重，但在涉及政治層面時，則對其有相當的偏見與岐視。
 但為籠絡華族並控制華族，英殖民地政府授予華族社會領袖各類銜頭或勳章，楊進發在探討19世紀新加坡的華族領導層時，曾列舉陳篤生、陳金聲、章芳琳、陳明水、陳金聲、陳若錦、林文慶、宋旺相、佘有進、佘連城、陳成寶及胡亞基等 12位華族領袖獲得英國的銜頭或勳章，除佘有進、佘連城、陳成寶歸屬潮州幫，胡亞基是廣東幫外，另外的 8位皆隸屬褔建，包括己向清廷捐購官銜的章芳琳及陳金鍾兩人
 楊進發也列出當時最重要的15位華族領袖人物，其中陳篤生、蔡滄浪、陳金聲、章芳琳、陳明水、陳金聲、顧永成、陳若錦、林文慶、宋旺相等10位皆隸屬於「福建」，佔那個時期華族領袖的67%。

二次大戰以前，馬來亞地區的華族資本共成立了華僑銀行(1932年)、大華銀行(1935年)、萬興利銀行(1935年)、利華銀行(1920)、廣益銀行(1912年)及四海通銀行(1906年)等6間民營銀行，華僑、大華及萬興利3間皆歸屬於福建幫。以實收資本額而言，設於新加坡的華僑銀行一家的資本額就大於其他5家的總和，而設於檳榔嶼的萬興利銀行的資本額也大過粵幫設於新加坡的利華銀行及設於吉隆坡的廣益銀行，而與潮幫設於新加坡的四海通銀行相等。

擁有財富固然可令人稱羨，然而財富本身必須經由教育、官銜或從事慈善事業始能轉變為社會地位，個人常以購買官銜，設立或捐助學校，甚至設立醫院去提高其社會地位。時至今日，馬來西亞華族社會仍重視對學位的尊稱，個人也以獲授勳銜為榮。1805年出生於馬六甲的陳金聲，後至新加坡發展，為新加坡福建幫領袖及富商，1849年創立崇文閣，為馬來亞地區的第一間華文私塾。
1854年由陳金聲再創立萃英書院，其後各幫相繼設立學塾，但除萃英書院有自建校舍外，其他學塾多設於廟宇、祠堂或會館之內，學習內容除傳統的大學、中庸、論語、三字經外，亦學習簡單的讀寫與算數。
崇文閣及萃英書院都是義學，開放給華族子弟就學。
例如1798年出生於馬六甲成為新加坡钜富的陳篤生，可能因見當地醫療設施的欠缺，
於1844年創設醫院(位於新加坡摩綿路Moulmein Road，今稱為陳篤生醫院)，
醫院的常設經費也由其他華族維持，陳金鍾及陳明水則資助醫院的擴建，
 陳篤生、陳金聲、陳金鍾及陳明水全都是福建人。
1970年代中期，吳華對馬來亞地區的華族各幫的會館作了詳細的調查，
 吳華認為，移居海外的華人，“既無本國政府作後盾，亦無當地政府為扶掖，只得和衷共濟，自立更生，於是便有會館、宗親會和同業公會的設立，以收互助合作之效”。
 應和會館(1823)、福建會館(1840)、安溪會館(1923)、晉江會館(1929)、潮州會館(1929)等會館先後成立，
 由於英殖民地政府視移居馬來亞地區的華族為外人，除設立少數英文學校培養文書人員外，對華族的子弟教育不甚關心，但在早期也不干涉，任其自由發展。20世紀初，新式學校逐漸出現在馬來亞，地緣性的會館，紛紛創立學校，應和會館於1905年設立應新學校，茶陽會館也在1906年設立啟發學校（茶陽是大埔客的組織，因為大埔古稱茶陽），同年寧陽會館設立寧陽學校，福清會館亦於1918年創立培青學校，福州會館則於1919年創立敦本學校。
新加坡的福建會館自不例外，1907年設立道南學校，1915年設立崇福女校，1930年接辦基督教會於1912年所創立的愛同學校，
森美蘭的福建會館也於1913年在芙蓉設立中華中、小學，
 1885年創立的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更對華族的民族文化的支持與維謢不遺餘力，由福建籍人士創辦的中華中、小學(1913) ，中華女校(1925) 及其後的中華獨立中學皆一再受到雪蘭莪福建會館在經費上的支援，同時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也設立獎貸學金協助清寒的華族子弟。

二次大戰後，由於東西方冷戰的緊張情勢及隨後的中國內戰，馬來亞華族子弟以往返回原鄉中國升學的路消失， 1953年由陳六使倡議、新加坡的福建會館支持下申辦，獲得整個東南亞華族，尤其馬來亞地區華族的熱烈反應與捐獻下創立的南洋大學為當時東南亞地區的華文最高學府，南洋大學創立之初，籌備委員會所發表的宣言就揭示，為本地區華文中學畢業生提供深造之機會是創校主要目的之一。
 雖然南洋大學後在新加坡政府主導下，逐漸失去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特色，並於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國立新加坡大學而關閉，
 然而這間由陳六使創議設立的大學，至今仍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族心目中的偉大高等華文學府。
2001年林水檺在編著《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時，共收集了陳嘉庚、陳六使、李光前、陸佑、林連登、李成楓、胡文虎、林晃昇、李延年及郭鶴堯等10位馬來西亞重要的華族商人，
除陸佑、林連登、林晃昇三人外，其他七位皆可算是「福建人」。
何啟良所編的《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政治篇》中所舉出的馬來西亞華族歷史上最具影響的8位政治人物中，除葉亞來及李三春兩位外，其餘的6位皆為「福建人」，福建籍人士佔到75％，其中有主流派的陳禎祿與林蒼佑，也有非主流派的陳平及林吉祥。
至於何國忠所編的《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中舉出的重要人物，有林文慶、林連玉、嚴元章、沈慕羽、許雲樵、方修、方北方及姚拓等8位之重要人物，其中只有林文慶、林連玉及沈慕羽等3位是福建人，
 約佔37％，雖然其比例與福建籍人士在馬來西亞華族總人口中只佔三分之一左右相符，但相較於福建人在商業及政治領域，福建籍人士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只可算是差強人意而已。
然而，吾人若對林水檺所收集的7位福建籍殷商作進一步瞭解時，便可發現至少陳嘉庚、陳六使、李光前、胡文虎、郭鶴堯及李成楓等6位，曾對馬來亞地區的華族教育與文化有重大的貢獻。陳六使對南洋大學創辦的努力與貢獻固然至今仍為馬來西亞華族所稱讚，出生在福建南安的李光前(1893-1967)對馬來亞大學曾有鉅款的捐獻，
而其所設立的「李氏基金會」更是對馬來亞地區許多華文學校的設立與維持，提供重要的經費資源，
 1958年馬來亞大學以其對新馬社會的卓越貢獻，授予李光前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胡文虎(1882-194)除在原鄉中國設立醫院及學校外，
也在新加坡設立「虎豹公園」，對華族的民族文化之維護深具貢獻。
 原籍福建同安集美的陳嘉庚(1874-1961)，在新加坡經商多年致富，在馬來半島從擁有橡膠園15,000畝，被稱為「橡膠大王」，除1921年創立廈門大學並維持其經費達16年外，1923年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商報》，
新加坡的華僑中學於1918年創辦時，陳嘉庚是重要的推手。
出生於福建福州的郭鶴堯(1916--)，3歲時隨赴南往柔佛新山，經商致富而於1957年成立「郭兄弟有限公司」。郭鶴堯熱心公益，曾擔任寬柔中學董事長10年，對寬柔中學之經營做出重大貢獻，
南方學院設立與發展，郭鶴堯更是功不可沒。
 出生於福建南安的李成楓(1908-1995 ) ，幼年家貧，只唸過私塾，南來馬來亞後，後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成為南益油廠有限公司、南益餅乾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南洋商報董事長，1974年出任吉隆坡的中華獨立中學董事會主席，在他的努力下，學生人數由1974年的172人到1980年代的1,500左右，2000年時己超過4,700人，在董事長任內，歷經1978年，1985年，1990年及1995年四次擴建，出錢出力卻從不干涉校政，使吉隆坡的中華獨立中學成為今日馬來西亞著名的華文中學。
  顯然這些福建籍在商業活動上相當成功的商人，他們本身雖然所受的教育不多，卻在維護與支持華族的民族文化上能出錢出力，或許這就是他們被稱為「儒商」的重要原因。
六、結語
華族經多次自中國北方南遷，遠離其政治與文化核心到達面對大海的閩南地區後，又受外來阿拉伯著重經貿活動的文化衝擊，形成冒險重利的邊陲文化，然而又未能完全脫離儒家重視教育與名位的傳統，移居馬來亞地區的福建籍華族社會，雖常以商業活動為其首選，也常以財富評量個人的成就，然而，整個馬來西亞華族社會因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單憑財富無法服人，受人推崇的社會領袖需具諸多條件，而財富只是重要條件之一，具有財富的人必須至少具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等美名，始能受人尊敬，在馬來亞福建籍社群中的領袖人物，固然多為殷實商業人士，但也需具熱心支持民族文化的人格與行動，因而對華族的民族文化的認同與維護就成為傳統的馬來西亞華族社會的真正領袖人物的重要特徵。此外，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撤離其對馬來亞地區的統治，在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急速成長與華族族群意識的興起相互激盪之下，華族從政之門的開啟，以及教育普及的出現，都提供馬來西亞華族有志之士通往領袖階層之路，随着時代的變遷，福建人的涵蓋範圍固然擴大，福建籍領袖人物的來源也勢將走向多元化與多樣性。
� 俞雲平、王付兵，《福建僑鄉的社會變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2。


� 何綿山，《八閩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2。


� 俞雲平、王付兵，《福建僑鄉的社會變遷》，頁69。


� 何綿山，《八閩文化》，頁28；何綿山，《閩文化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2。


� 華人作為一個族群則稱之為華族。大體上，我們可以將華族依其居住的地方分為「境內華人」及「境外華人」。境外華人指那些居住於今日臺灣海峽兩岸華人主要居住地以外地區的華人。境外華人中居住於海外者則為海外華人，那些並未出海，卻離開中國本土者，如前往中亞、西伯利亞、印度等地的，可稱之為「海內華人」。海外華人可再依其居住地區稱為澳洲華人、美洲華人、非洲華人等，如需強調其國籍時，則可稱之為美國籍華人(簡稱為美國華人)、馬來西亞籍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對仍擁有中國國籍的境外華人，則稱之為華僑，境外華人的子孫可稱之為華裔。在「華僑」及「華裔」上可依其居住地區、國家稱為旅美華僑、旅日華僑及美國華裔、法國華裔。由於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盛行，華裔泰半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在政治意涵上，因而華裔多半就成為生物上的名詞，指那些具有華人血統的人。 


� 在地理上，馬來亞包含今日馬來西亞聯合邦的玻璃市、吉打、霹靂、雪蘭莪、森美蘭、麻六甲、柔佛、吉蘭丹、丁加奴、彭亨等位於馬來半島上的10州及檳榔嶼與新加坡兩個島嶼，見許雲樵，《馬來亞地理》(新加坡：世界書局，1963年)，第1頁。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成立時，除新加坡外，其他上述地區都納入其內，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佈獨立，新加坡也於1959年獲得自治。1963年新加坡、沙巴(原北婆)、砂拉越與馬來亞聯合邦共組馬來西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兩年後新加坡脫離聯合邦獨立。當地華社亦稱馬來西亞聯合邦為“馬來西亞聯邦”。有關二次大戰後馬來亞地區的政治發展，見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第1-2、351-374、421-427、717-72頁；方顯，《星馬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70年)，第255-268頁。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pp.60,72,174,299.


� 新加坡的福建會館於1840年由永福宮改名，而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於1885年成立，時稱福建公司。見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年），頁57-59，及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www.qzhqg.com/article/2010/0611/hqg_news_335.html (2010年9月17日下載)。


�吴华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促使馬來亞華族“突破了地缘性的界域，打破了以往那种强烈帮派观念”， 見吴华，《新嘉坡华族会馆志》上册，第8-9页；林开忠也认为由于“华语”逐渐在马来亚地区取代方言，导致帮权的解组。見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层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忠心，1999年，第174页。 1957年成立的馬來西亞福建設團聯合會似      已將全馬原籍福建的華族都包括在一起。


� 莊國土曾指出閩南地區因漢移民較晚入閩，閩南人文精神的兩大特點為：冒險與進取精神和重商與務實逐利精神。見莊國土，〈海貿與移民互動〉，莊國土，《當代華商網絡與華人移民－－起源、興起與發展》（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47-76。


� 清季前往東南亞一帶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其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尋求海外華人對其在國內的政治活動的支持，而非促進華族在海外的發展。黃乃棠在婆羅洲的墾殖，在今日砂拉越詩丕開發的「新福州」，可說是異數，有關黃乃棠在砂拉越的開墾活動見劉子政，《黃乃棠與新福州》(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9年)，頁1-63。


� 有關閩粵地區對外貿易港口的探討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台北：文星書局，1960年）頁47-198。


� 林仁川，〈明清福建煙草的生產與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3期，頁37。


� 這種以中國大陸為其活動中心的模式，其成因甚多，傳統社會中深入民心的「安土重遷」以及「衣錦還鄉」的觀念，皆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朝廷時而採用的招撫策略，在傳統中國社會具有社會地位不受社會出身限制的情形下，海寇可因接受招受而晉身官場，一些海寇頭目可因勢力大而受撫為官，不必再在海外漂泊，似亦成為中國海寇「念念不忘祖國」而不願在海外埋骨異鄉的重要因素。有關明清時期政府對華族海上活動採剿、撫兼施策略所造成的影響，見古鴻廷，〈論明清的海寇〉，《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002年6月)，頁26-28。


� 清代視私自出洋，已居留在外者為不安本份的人，不准回籍，如擅自回鄉，以罪犯處置，乾隆時，一位曾在巴達維亞擔任甲必丹的陳怡老，返回福建家鄉時被捕，「流放極邊，其家產被沒入官。」見陳育崧，〈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陳育崧，《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年)，頁137。


� 例如1740年荷蘭屠殺居住於巴達維亞(Batavia，今日之雅加達)華人達1萬之多，史稱「紅溪事件」。此事傳至中國，署理福建總督策楞在上奏乾隆皇帝時稱「被殺漢人，久居番地，屢邀寬宥之恩，而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干嚴譴，今被其戕殺多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轉引自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170-171。


� 莊國土，〈十九世紀以前華商經貿網絡的形成和發展〉，古鴻廷、莊國土等著，《當代華商經貿網絡－－海峽兩岸與東南亞》（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頁14。


�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錧，1994年），頁6。


� 有關東南並亞華族移民重商活動的探討，見古鴻廷、曹淑瑤，〈近代東南亞華族移民重商原因之探討〉，Journal of Diaspora Studies，第2卷第1期(2008年6月)，頁149-168。


� 有關清代改變政策的討論見吳劍雄，《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39-45。


� 有關契約勞工及豬仔的討論，見吳劍雄，《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頁50-103。


� 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就有大批的工人從中國南部及印度前往英屬馬來亞，1911年時，整個英屬馬來亞共有人口2,672,800人，其中馬來族(包括其他土著)為1,437,700人，華族916,600人，印度族267,200人，歐洲籍(包括所有白種人)111,000人，分別占當時總人口的49.2%，35%，14%及1%，1941年時，總人口升至5,511,100人，馬來族有2,278,600人，華族2,379,200人，印度族744,200人，歐洲籍58,400人，人口比例分別為41%，43%，14%，及1%，見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p.297, Appendix III. 華族不僅是構成馬來亞主要人口的一族，對馬來亞的經濟發展也扮演重要角色，曾任雪蘭莪、吡叻等地參政司(Resident)的瑞天鹹(Sir Frank A. Swettenham)就以馬來聯邦的“筋骨”(bone and sinew)一語讚譽華族的貢獻，見John G. Butcher,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4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3.


� 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34-35.


� 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pp. 110-112.


� 一般認為馬來保留地政策是為了保障馬來人的土地所有權，以防止人口日增的華人控制土地，見薛君度著，顏清湟譯，〈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英屬馬來亞〉，《南洋學報》，第18卷第1、2期(1964)，頁15。


� 洪國平，〈馬來西亞農村貧困問題〉，《南洋學報》第23卷第1、2期(1968年)，第25頁。


� 洪國平認為，馬來保留地政策的實施，一方面造成許多土地無法開發，另一方面使得居住鄉間的馬來農民因負債而無法將土地轉讓給可出高價的他族人士，因而成為馬來地主剝削的對象，間接造成馬來農村的貧窮，見洪國平，〈馬來西亞農村貧困問題〉，第22-27頁。


� 陳達的調查中發現，大部分移居海外的華人，泰半出自經濟壓力，且許多移民在出國前己有經商經驗，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1938年），第48、78-79頁。


� 郭鶴堯描述當時的情形為「南來先輩，一般都靠賣勞力為生，稍為積蓄就經營小生意。」見安煥然、吳華、舒慶祥合著，《公心與良心，郭鶴堯》（柔佛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新山陶德書香樓，2004年），頁7。


�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地位流動（1800-1910）〉，林水檺、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聯合會，1984年)，頁201-202。


� 顏清湟著、栗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年)，頁299。


� 鄭瑞玉、馬季勳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雪蘭莪：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公委會課程局，1999年），頁133。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p.299, Appendix v；唐蘇民，《馬來亞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9），頁110-111。 


�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年），頁225-248。


� 林孝勝，〈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間的糾紛(1877-84)〉，柯木林、吳振強，《新加坡華族史論集》，頁160。


� 有關清政府派遣官吏出訪海外以便加強海外華人效忠「祖國」政府的討論見崔貴強，〈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南洋學報》，第29卷第1、2期（1974年），頁15-29。


� 有關海外華文教育的探討見，古鴻廷，《教育與認同：馬來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宋哲美，《英屬婆羅洲華僑教育》(台北：華僑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1958年)；周聿峨，《東南亞華文教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周勝皋，《海外華文學校教育》(台北：僑務委員會，1970年)；許甦吾，《新嘉坡華僑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書局，1950年)；唐青，《新加坡華文教育》(台北：僑務委員會，1964年)；莫順生，《馬來西亞教育史》(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2000年)；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共四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2003年)。


� 有關清代新馬地區華族領袖人物向滿清政府捐購官銜情形及其影響，參閱顏清湟著，張清江譯，〈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領導階層(1877-1912)〉，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頁49-88；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頁225-238。


� 有關清代官制之討論見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第2版) 。


� 顏清湟著張清江譯，〈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877-1912)〉，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頁71-72，附表一，頁75-82，附表三。


� 顏清湟著，張清江譯，〈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877-1912)〉，頁70。


� 關於英屬殖民地政府對華文教育採取自由放任態度的理由，鄭明泮認為英屬殖民地政府對華文教育，在於殖民地政府視華人為外國居民，政府沒有義務去承擔教育的責任，只好聽任其自由發展。見Paul Chang Ming Phung鄭明泮,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 – A Malaysian Case Study( Kuala Lumpu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73), pp.9-28；.古鴻廷，〈戰後馬來亞地區華文教育之研究〉，《東南亞季刊》，第3卷第2期，1998年4月，頁53-54；莫順生，《馬來西亞教育史1400-1999》(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0年),頁25。


�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全新加坡只有四間華文中學，參看吳華，《新加坡華文中學史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年)，頁9。


� 有關英屬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階層中的「士」，見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地位流動(1800-1910)〉，頁201-218。


� 例如，1930年金文泰Cecil Clement 就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後，實施許多限制華人的政策，其決策過程中，並未資詢當地的華人領袖，有關金文泰的各項「排華」政策的實施及其影響見Hung-Ting Ku古鴻廷,, ”British Colonialism versus Chinese Nationalism,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4, Parts 1&2, 1989,  pp.91-103.


� 1920及30年代，除了2位由新加坡、檳榔嶼商會選出的非官方議員，其他非官方議員全由殖民地政府任命，見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何啟良編《匡政與流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2001年），頁30。


� 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頁31。


� 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pp. 109-110.


� 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178-247.


� 有關馬來亞華族參與獨立的爭取及其與馬來人間之相互行動，見陳劍虹，〈戰後大馬華人的政治發展〉，林水檺、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頁106-117；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1946-1957)》（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年），頁141-163。


� 1969年的「513種族衝突事件」後，一個由副首相阿都拉薩(Abdul Razak)為首，總攬軍政大權的「國家行動理事會」取代了內閣及國會，1970年9月東姑辭去首相，拉薩宣佈解散國家行動理事會，恢復國會的運作，首先修改憲法，規定馬來人特權不受議會審查。見鄭瑞玉、馬季勛等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雪蘭莪：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1999年），頁297-298。聯合邦政府也宣佈實施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透過政府的干預，高等教育機構的入學許可不再依成績高低，而是依政府認定的族群比例或其他方式。新經濟政策見Second Malaysia Plan，1971-1975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71).


�  默迪� HYPERLINK "http://203.142.6.171/sci/c.php?c=1294&t=http://www.kad-mesra.com.my/index.cfm%3far=184%26sc=48" \t "_new" �卡�調查中心在2006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見《星洲日報》‧2008年8 月3日。


� 不論是反對黨領袖的林吉祥，或是馬共首領陳平(王文華)皆可算是馬來西亞福建人。


� 汪慕恒編，《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90-91。


�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郭鶴年意識到以打入並掌握以前由英國貿易公司控制的市場。見原不二夫編，劉曉民譯，《馬來西亞企業集團的形成與改組》（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72。


� 原不二夫編，劉曉民譯，《馬來西亞企業集團的形成與改組》，頁79-84、98-102。汪慕恒編，《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研究》，頁106-107。當然，有土著在各企業董事會，跟1971年以後新經濟政策的規定有關，見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3-27.


� 李皖南，﹙馬來西亞傑出的華人企業家林金煌﹚，見新華網東盟頻道：� HYPERLINK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06/content_11595340.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06/content_11595340.htm�（2010年9月28日下載）。


� 汪慕恒編，《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研究》，頁125，136。


� 2001年，由何國忠、何啟良、林水檺 3位當代馬來西亞學者所撰，臺灣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出版有關馬來西亞歷史人物，分為文化、政治及儒商3個領域，故著者從前述3個領域各取一位褔建籍人士作為代表。


� 陳六使原籍福建同安，曾在集美小學念過3年小學，20歲前往新加坡，任職於陳嘉庚的公司，陳六使受陳嘉庚影響，熱心教育事業，1936年陳嘉庚集資16萬叻幣，購買400英畝橡膠園，以其收益作廈門大學基金，其中5萬元即由陳六使所捐助。見傅文義，〈陳六使與南洋大學〉，李業霖編，《南洋大學史論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4年），頁96-97。


� 陳六使首次提議華僑在馬來亞創辦大學的談話，見《南洋商報》1950年9月10日。


�關南洋大學的創辦經過，見南洋大學，《南洋大學創校史》（新加坡：南洋大學，1956年）；陳金土，〈從福建會館創辦南洋大學看華文教育中的「商人、會館教育」的連鎖關係〉（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學系榮譽學位論文，1970年）；林孝勝，〈陳六使：膠業鉅子與南洋大學創辦人〉，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1年)，頁41-82


�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頁578。


� 資料來源：林孝勝，〈陳六使：膠業鉅子與南洋大學創辦人〉，頁41-82；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頁382-383、568。


� 資料來源：何國忠，〈林連玉：為族群招魂〉，何國忠主編，《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1年)，頁39-76。


� 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 ，頁41；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頁50-51。


� 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頁38。


� Tan Cheng Lock, Malayan Problems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p. 22.


� 馬華五十周年檔慶特刊編輯委員會，《為國為民：馬華公會五十周年黨慶紀念特刊》（吉隆坡：馬華公會，1999年），頁74。1963年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與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組馬來西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馬來亞華人公會也因而更名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但仍簡稱為馬華公會。


� 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後，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終止國會的運作直到1974年才再度舉行國會大選。聯盟擴大組織，除原聯盟中的三大政黨外，加上回教黨、砂勞越國陣、沙巴國陣等組成“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見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107-146。


� 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頁53。


� 陳禎祿與薛尼之電臺辯論，見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2年)，頁14-22。


� 教總33年編輯室編，《教總33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87年)，第頁333。


� 鄭良樹，〈陳禎祿：學者型的政治家〉，頁54。


� 〈為華社鞠躬盡瘁，沒陳禎祿沒公民權〉，《光明日報》，2008年7月29 日。


� 為表彰陳禎祿對馬來亞獨立廷建國的貢獻，陳禎祿不但被授敦爵頭銜，吉隆坡及麻六甲兩地都有陳禎祿街(Jalan Tan Cheng Lock)。


� 1819年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開埠新加坡後，新加坡因港口優良，地方秩序安定，不久就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商港，每年至少有200隻商船由中國運來生絲、瓷器、茶葉等，在由此轉運各地，大批華人也由中國華南地區南來馬來亞，見羅肇德、黃今英主編，《新馬史》（新加坡：勝利書局，1976年），頁63、65。


� 楊進發著，陳萬發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頁33；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p.xi.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xi.


� 以上數據來自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pp. x, xi, 297. 


�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tion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 1, 1960, p.26.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 p.299, Appendix v.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23-224.


� C. F. Yong楊進發,“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0, Parts 1 and 2 , 1985, p. 75.


� 楊進發著，陳萬發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頁36,45。


� 楊進發著，陳萬發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頁36。


� 駱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林水檺、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頁253。


�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年），頁16-17。


� 有關萃英書院之設立與經營，見許甦吾，《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書局，1950年），頁14-16。


�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頁23。


�事實上，在英屬馬來亞，直到1931年，華族病患只能進入設備較差的中央醫院(General Hospital)接受治療。見John G. Butcher,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4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68.


� 1844年創立的陳篤生醫院，目前是新加坡第二大的醫療單位，為紀念陳篤生，醫院所在的路名己改為陳篤生路 Jalan Tan Tock Seng，見 新加坡政府網頁http://repat.moi.gov.tw/02introduction/int_a_main.asp?id=220，2010年10月1日下载。


� 楊進發著，陳萬發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頁41。


� 1975年吳華出版了《新嘉坡華族會館志》共三冊（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年）；2年後，吳華又出版了《柔佛新山華族會館志》（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7年）。


�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頁1。


�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頁50-52,57-59,111,107,128-130。


�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頁4-5。


� 許甦吾，《新嘉坡華僑教育全貌》，頁 29-30,48；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年)，頁162。


�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工委會編，《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吉隆坡：馬來西亞福建設團聯合會，1993年），頁161,。


�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工委會編，《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頁136-139。


�《南洋大學創校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學，1966年），頁2；〈南大創立宣言〉的全文見李業霖編，《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頁23-24。


� 有關南洋大學的改變與關閉，見古鴻廷、張曉威、曹淑瑤，〈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南洋問題研究》2003:11，2003年3月，頁1-30。


� 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1、42、86、110、142、205、240、275、291、331。


� 郭鶴堯原籍福建福州，依今日「福建人」的定義，可算為福建人。事實上，當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逾1958年成立後，整個原籍福建省的馬來(西)亞華族都被稱為「福建人」原籍福建褔州的郭鶴堯及原籍福建雲霄的黄復生的名字就出現其中，見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工委會編，《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頁198-200，211-213,。


� 何啟良編，《匡正與流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1年），頁2、26、63、97、146、179、201、246。


� 何國忠編，《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1年），頁2、40、70、97、131-132、177-178、207-208、244。


� 1949年馬來亞大學成立時，李光前捐獻叻幣25萬元，1951年再為圖書館之建立捐款叻幣25萬元，見胡興榮，〈李光前：以商養儒興學之典範〉，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102；李光前之捐獻被刻在原馬來亞大學位於新加坡武吉知馬校園的行政大樓大理石牆上，1980年2月18日著者曾親眼目睹該紀念碑。


� 有關李氏基金會之敘述，見胡興榮，〈李光前：以商養儒興學之典範〉，頁99-100。


� 胡興榮，〈李光前：以商養儒興學之典範〉，頁103。


� 有關胡文虎的各項事蹟，見陳星南，〈胡文虎：一位華商對國家與社會的貢獻〉，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141-146, 152-154。


� 虎豹公園牆上繪有許多華族警世及勸善的民間故事圖像。


� 陳嘉庚的上述各項事蹟，見陳嘉庚，《陳嘉庚回憶錄》（廈門：集美陳嘉庚研究會）1993年翻印1950年版）上冊，頁23-31；楊進發，〈陳嘉庚：為振興中華而不悔〉，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1-40。


� 鄭良樹、魏維賢編，《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題要附校史》（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975年），頁260-262。


� 寬柔中學校刊編委會，《寬柔中學校刊(1964-1984)》（柔佛新山：寬柔中學，1984年），頁61-63；80周年校刊編委會，《寬柔中學校刊(1985-1994)》（柔佛新山：寬柔中學，1994年），頁6；許文榮，〈郭鶴堯：文教工作的長征將領〉，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346-352。有關郭鶴堯的生平及其對華族文化活動，尤其位於柔佛新山的寬柔中學的捐獻，見安煥然、吳華、舒慶祥合著，《公心與良心：郭鶴堯傳》，頁14-22、101-112。


� 許文榮，〈郭鶴堯：文教工作的長征將領〉，頁352-353。


�有關李成楓的各項事蹟，見龔宜君，〈李成楓：馬來西亞華教之光〉，林水檺編，《創業與護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頁275-290；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工委會編，《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校史料集》，頁80-85。





PAGE  
2

